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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经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恢复经济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科创中心”）的内涵和政府功能的梳理，从科技发展战略、支持尖端技术研究、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系统、直接推动企业实施创新创造和帮助高科技企业提升国际化管理等5个方面总结德国建设欧洲乃至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系列政策经验，并阐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启示，即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规划，避免各自为政；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为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长久动力；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大平台为抓手，提升协同创新效率；加大政府对科技金融的扶持，避免过度市场化；以提升实体经济质量为着力点,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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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German S&T Innovation Experience on International S&T Innovation Center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n Liulin1, Wu Zhaochun2
（Guangzhou Administration College, Guangzhou 510630, China）【与中文一一对应】

Abstract：The global economy has been severely impact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and adherence to a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hina to recover its econom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ummarizes a series of policy experiences of Germany in building European and even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S&T innovation center)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and government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 innovation centers,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support for cutting-edge technology research,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for S&T innovation, direct promotion of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helping high-tech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lso explains its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S&T innovation center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namely to formulate a plan for an international S&T innovation center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to avoid fragmented administration; to insist on equal emphasis on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to provide long-term impetus for the S&T innovation center;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S&T innovation platform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o increase government suppor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to avoid over-marketing;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 innovation center;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 innovation center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as the focus to construct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S&T innovation center.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International S&T innov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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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疫后恢复经济的必然选择。2019年10月24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德国创新能力连续第2年排名全球第一，全球竞争力排名第7位，成为欧洲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国2019年创新能力全球排名第24位，全球竞争力排名第28位。而2018年德国生产总值（GDP）只相当于中国的29.77%。德国经济和社会长期稳定，GDP增速长期保持了2%上下波动，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本该使得国民失去创新创业的动力，但是德国能通过一系列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科技产业的稳健发展，使德国的创新网络不断拓张与耦合，优化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形成创新等级高、对外辐射功能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国际科创中心”），创新网络的构建与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使得德国实体经济较少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欧元区中率先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成为欧洲第一、全球第四的经济体。由此，积极打造国际科创中心是提升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举措。我国政府也深刻意识到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意义，2015年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构想。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是国际对外交流与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是技术创新的集聚地和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世界经银行数据显示，国内的世界500强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科技企业、研发资源与专利大多集聚于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一流科技创新湾区和国际科创中心，有利于推进粤港澳深化科技合作，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如何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创新中心是学术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重大问题。为此，本文从国际科创中心的理论梳理开始，从5个方面来详细阐释德国如何促进创新和培育高科技产业并打造成为国际科创中心，从而带动德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政策经验，以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和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些许借鉴。
1  国际科创中心的内涵与政府作用
1.1  国际科创中心的内涵
全球创新活动显现创新多极化、创新全球化和创新集群化的新趋势，创新活动新版图日趋形成[1]。由于创新具有高度黏性，创新全球化并非显现扁平化过程，而是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区域当中，这些区域具有优势的地理区位、优越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以及具有深厚的产业基础，对创新人才、创新资本、新技术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成为了全球创新网络的节点城市。杜德斌[2]认为这些节点城市利用其创新网络通道不断吸纳各种创新要素，并对外输出，当其集聚影响力与辐射力扩散至全球时，节点便成为国际科创中心。与国际科创中心的提法相类似的包括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技术成长中心、国际产业研发中心和国际创新枢纽等[3-4]，这一些概念都是对此创新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和补充，有助于从多方面深入理解国际科创中心的内涵。如黄鲁成等[5]提出了“国际研发中心”（R&D hub）的概念，指国际研发资源与创新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于某一区域；张战仁等[6]指出国际研发中心是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创新策源地；Ernst[7]提出“全球创新枢纽”的概念，探索了在全球创新网络视角下国际跨国公司将其研发中心集聚于某一地区或某一城市的动因。
国际科创中心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创新集聚性。国际科创中心是世界创新资源（科研院所、科技人才、风险投资机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中介）的集聚中心，拥有一批世界级企业和强大的创新企业集群，是经济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强的重要高技术产业的汇集高地。二是系统性。国际科创中心是科技企业、科技人才、科技政策等创新资源集聚而成的区域创新系统，不仅强调具有市场参与主体（如供给和需求）、监管主体（如政府）和市场环境等一般系统的特质，更强调具有众多的创新行为主体及其互动构成的“软组织”，通过互动的创新“软组织”进而形成创新产业链、创新网络与创新生态系统[8]。三是枢纽性。国际科创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性节点[9]，是全球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掌握了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权，是全球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的集聚地。
国际科创中心具有四大功能。一是支持创新功能。支持创新是国际科创中心最重要的功能，其集聚了众多的科研院所、高校、重大科研平台、创新人才、风险投资资金与技术等创新要素，在全球创新资源集聚下推动了孵化器和创新基地的建立，推动了创新产业发展。二是创新辐射功能。国际科创中心具有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辐射带动能力[2]，通过辐射、渗透创新知识与创新技术的转移与扩散，将国际科创中心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向全球范围进行推广，能引领国际科技前沿，进而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与高科技产业发展，是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三是资源配置功能。国际科创中心能实现创新要素的最优配置[10]，能实现科技创新资源以及高科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调整与流动，能促进全球创新资源的良性循环。四是信息交流功能。国际科创中心是国际科技创新信息交汇地[11]，全球各种科技机构在此区域交流，产生大量创意、技术、专利和产品等相关的新的信息，这为科技创新人员与机构提供科技创新的重要参考依据。
[bookmark: _Hlk42721521]1.2  国际科创中心的政府作用
创新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作为公共产品重要提供者的政府不仅是提供创新环境的主体，而且是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同样，政府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对各类建设资源要素具有支配作用（见图1）。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撑、创业创新环境打造、科技创新成果与孵化支持制度供给等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引导创新活动。政府不仅是知识中心（科研院所、高校和实验室等技术研发部门）的建设者，而且是科技工作的监督者与协调者，在产学研结合中发挥着桥梁作用，如推动科技服务中心的发展从而产生创新孵化器、科技信息中心和技术服务中介等。此外，政府通过培育市场经济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有效保护创新成果，推动形成满足企业与产业需求的创新中心。


政府：
政策支持、财政支撑、创业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成果与孵化支持制度的供给者



知识中心：
科研院所、高校和实验室等技术研发部门



科技服务中心：
孵化器、科技信息中心和技术服务中介等



创新需求中心：
创新型企业、科技产业与市场需求




图1  国际科创中心资源配置要素

国际科创中心的资源配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渐形成并发展的过程，按其成长形态可分5个阶段：初生创新期、新兴创新中心、成熟期、自我蜕变期与衰退期。政府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协调者和创新要素资源分配的引导者，在这5个阶段中的影响作用是有一定的差异的：（1）在初生创新期，由于这是某个区域或城市向科技创新中心迈步的初始阶段，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减免税收等方式降低创新成本，营造好交通、电力与通信等基础设施环境和营商环境，为其提供优质的创新创业环境，向创新发出积极的支持信号；（2）在新兴创新中心建设期，虽然区域创新规模虽小，但政府通过制定激励创新活动的政策方针和体制机制加速创新要素流动，引导科技人才、风险资本和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资源要素集聚，提高区域创新绩效；（3）步入成熟期时，由于区域具有多样化的产业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且具有强大的创新带动力，政府将会扩大直接投资，引导区域的主导产业发展，培养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进一步聚集一大批创新型人才，引进研发实力强的大学、科研院所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际风险投资资本等，以建立知识创新与商业化的桥梁，注重知识产业化与产品化的过程，进而带动邻近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4）在自我蜕变期，区域的创新投入与产出规模较大，创新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程度较高，政府将引导知识中心、科技服务中心与创新需求中心不但关注商业模式的创新，还关注原始创新，更注重从“0”到“1”的原始创新；（5）在衰退期，由于区域创新地位将逐渐下降，创新资源使用效率逐渐下降，政府则不再鼓励知识溢出，不再扩大创新资源投入，不再拓展投资渠道和产业门类，尽可能维持原有创新环境，尽量把创新资源局限于某一特定门类，以提升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
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条件及问题
2.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基本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具有外向型庞大的市场需求形成了可观的市场红利，催生了巨大的创新需求，当前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整体迈进的关键历史时期。2018年大湾区科技成果总量规模已超过世界三大湾区（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PCT国际专利产出正逐年高速递增；创新要素高度集聚，拥有各类高等院校170多所，约占全国的6%，集中分布科研院所8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已逾3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及独角兽企业分别有17家与35家，平均研发费用超过2亿元的企业达到    2 199家。大湾区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制造科技创新能力是其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目前，大湾区内与制造业相关的创新机构有403家，占总比例【指代不明，占湾区内或全国的创新机构总数的比例？后同】的80%；近3年内，与制造业相关的专利总量为238 277件，占总专利82%。与此同时，大湾区已形成具有全球化影响的创新城市区域，如香港-深圳已成为仅次于东京-横滨的全球第二大创新集群；大湾区内的香港、深圳、广州、澳门、东莞、珠海、佛山、中山等8个城市入选2018年全创新城市500强；在2018年GaWC（Globalization World Cities）世界城市排名中，香港、广州、深圳都已入围世界一线城市[1]。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基本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不仅是自身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筑中国创新发展新格局重要战略的必然要求。
2.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存在的问题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都各具特色，但是目前在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第一，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各个城市都在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政策相互协调比较少。第二，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集聚仍需提升。大湾区的人才、技术、资金、设备、信息、数据和样品等创新要素资源流动效率不足，存在制约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约束，如大湾区内部学术人才交流、科研项目跨境申请与科研经费跨境使用等体制机制建设仍不完善，只有深圳与香港对全球创新资源产生较好的虹吸效应，需要增强湾区内部其他城市对全球创新资源的虹吸规模。第三，大湾区内无论是基础研究资源丰富还是不足的城市，都非常重视创新成果的转化，但是政府对基础创新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相对较弱。第四，缺乏国际科技创新的大型合作平台。创新合作平台和载体的缺乏从客观上抑制了大湾区创新的提质增效。第五，科技金融发展程度不一。大湾区内深圳和广州的科技金融相对发达，而其他城市的科技金融相对欠发达；中小科技企业过度依赖市场融资，不同城市在培育科技企业的过程中政府作用未完全发挥。第六，目前大湾区内获授权的专利中，大部分是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致力于科技前沿的发明专利相对缺乏，专利质量不高。如从国际PCT 专利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近 10 年的 PCT 专利申请量占其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仅为 5.8%，远低于东京湾区（98.1%）、纽约湾区（31.1%）和旧金山湾区（21.9%）[12]。
3  德国政府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经验
3.1  政府统一制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
德国创新能力的生成既与德意志民族热爱工程技术的创新文化有关，也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战略规划引导有直接的关系。在21世纪初的几年，由于没有抓住信息革命的机会，德国面临创新能力不足的危险，德国GDP增速甚至在2003年跌到了−0.71%。为保持经济在欧洲的领先地位，德国政府制定并在2006年提出了一个高科技战略——《德国高科技战略》(The High-Tech Strategy for Germany)，该战略确定了17个未来重点发展的前沿科技方向，并注重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13]。2010年德国继续对其高科技战略进行升级，制定了《德国高科技战略2020：思想、创新、增长》，将原来17个前沿科技方向浓缩到5个重点领域，并务实地确定了包括工业4.0在内的十大项目。进一步地，根据国际经济危机之后最新的科技发展动向，德国在2014年继续将其高科技战略更新为《新德国高科技创新战略》，目标致力于将德国打造成为全球创新的引领者，致力于将好的想法快速转变为产品和服务，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夯实德国在出口和工业上的优势地位，并在清洁能源、药物、信息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13]。
德国高科技战略有力地引导了德国创新的方向，使得德国进一步巩固了在传统制造业的优势，并将其制造业成功升级为“工业4.0”。德国创新战略特别重视科技与生活的结合，特别注重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品质，因此德国的创新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由此培育了一大批的家族式、长期存在并稳定发展的隐形冠军企业，使得德国在2008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小，并最先走出衰退进入复苏，也为整个欧洲经济的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3.2  政府支持尖端技术和基础科学的研究
大学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是德国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力量，政府每年资助大学和研究组织近300亿欧元进行尖端技术和基础科学的研究。联邦政府和德国各州已建立了特殊的资助计划，以确保大学和科研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以进行前沿研究并提高教学质量；实施《研究与创新公约》，旨在加强大学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前沿的科学研究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bookmark: OLE_LINK43]德国实施《2020年高等教育协议》。越来越多的德国年轻人在离开高中后攻读大学学位，《2020年高等教育协议》通过增加对大学基础设施、教学和研究项目的拨款，以保证大学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为科技创新源源不断输送人才，提高大学的研究实力。2007－2023年间，联邦政府将为《高等教育协议》共提供202亿欧元，各州将提供183亿欧元的补贴，总计将为《高等教育协议》提供约385亿欧元用于扩大和改善德国高等教育。德国的《高等教育协议》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第一，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为科学研究培养人才。与2005年相比，到2023年联邦政府和各州将共同出资扩招76万名大学生，为此目的，到2023年，仅联邦政府就将花费约100亿欧元，各州将承诺提供相当数量的资金，从而保证应提供的总资金。第二，增加研究资金。将为德国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 Gemeinschaft，DFG）批准的新研究项目支付 2020年之前的计划津贴，这意味着DFG资金将增加22％，大学将在2007－2020年期间额外获得超过45亿欧元的津贴。第三，资助改进教学质量。自2011年以来，《高等教育协议》一直在支持大学进行学生咨询和教学质量的改善，联邦政府将为此目的提供约2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直至2020年。
3.3  政府建设科技创新全流程的金融支持系统
金融财政支持科技创新是各国的惯例，但是德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堪称全球的典范。其最大的特色是对科技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支持系统：从有一个创意开始，就有政府支持的天使投资和政府的研发资助，高科技企业初创时有风险投资、银行长期低息贷款支持，到企业进入成熟期的股权和债券融资等。德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系统的第二个特色是政府发挥了巨大作用。生物医疗行业的数据显示，仅2013年德国生物技术类的企业就获得了5 000亿欧元的公共资助，而同期的风险投资才1 370亿欧元。与中国和美国过度市场化相比，德国以政府支持为主、市场化为辅的扶持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整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德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和以风险投资基金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为德国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德国是高度平均的国家，国家力量在金融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其银行体系中，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的60%，商业银行仅占40%，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为高风险的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3.1  政策性银行给高科技企业长期的低息贷款支持
德国的政策性银行在银行系统中占主导地位。为方便高科技企业融资，德国在1948年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设立了复兴信贷银行，由联邦和州政府全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低息长期债券和少量的财政拨款等。2019年德国国家债券的理解全部为负利率，为政府筹集了大量成本极低的资金。复兴银行设立了创业贷款（Start Geld）和普通贷款（Universal）两个项目[14]。采用转贷模式开展业务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可满足客户对中长期低息贷款的需求，留住客户；二是向转贷银行收取的利率要低于转贷银行向客户收取的利率，使转贷银行获得的收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超过自营贷款。通过这种利益分配，德国复兴银行将从资本市场筹集到的低利率资金和政府利息补贴的好处转给了中小企业客户及转贷银行，自身也获得了低风险收益[15]。
3.3.2  政府参与设立科技创投基金支持高科技企业股权融资
科技创新离不开各类创投基金的支持，为落实2006年提出的《德国高科技战略》，德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发起的创投基金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融资。
第一，筹集了2.72亿欧元成立高科技创业基金（HTGF）资助高科技企业。其90%来自于德国政府的财政支持，约10%来自于各大企业和复兴银行。2012年发起成立了第二期的高科技产业基金，截止到2012年年底，累计支持279个高科技产业项目，总投资额约为4.2亿欧元。高科技创业基金聚焦于电子信息、生命科学、工业自动化等重点产业，项目投资的标准是：具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可行的商业计划、一定的初始创业资金，企业成立时间少于1年，员工人数少于50人，年营业收入低于1 000万欧元，基金的扶持期不少于12个月。自从基金成立以来，33%的被投资项目来自高校创业者，35%来自于个人创业者，22%资助现有的中小科技企业。高科技产业基金分为两种方式投资：一种是直接投资中小企业50万欧元可以转股的贷款，并获得企业15%的名义股份；另一种方式是向项目提供7年共150万欧元的投资。德国政府主导的高科技天使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占其国内天使投资总量的54%[13]。
第二，德国政府控股的复兴银行利用欧洲复兴计划（ERP）的专项资金为高科技公司提供融资。对于存续期在10年以内的小型科技企业，复兴银行参股50%以下的股份，为小型科技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并承担投资损失的风险；对于存续为10年～20年的企业，复兴银行为其注入500万元的资金，持股不超过25%[14]。企业如果有更多的资金需求，可以寻找其他的市场化基金，复兴银行还为其提供免费的引荐服务，并且帮助企业获得资金。可以说，德国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基金能为每一个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中国国内的高科技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存在资金成本高、资金获得难度大等普遍问题。中国发展速度快，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资金成本高，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政府在天使资金和创业基金方面的投入较少；其二，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项目的创始人承担了太大的个人无限担保责任，而德国政府为创业失败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减轻了创业者创业失败的巨大压力。
第三，鼓励风险投资，对风险投资进行财政补贴。中小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初创的高科技企业，在他们未能站稳市场或者营收规模较小的时候很难拿到风险投资，这给创新创业者带来了极大的障碍，特别是自身财力有限的创业者，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创新和创业。因此，德国政府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对创新创业者进行投资，特地制定了对风投基金进行财政补贴的政策（INVEST 项目）。
第四，给商业化运作的天使基金政策支持。如1998年成立的德国商业天使网络，这一组织既是天使投资的平台，也是各会员交流的平台。商业天使网络给单个项目最大投资额不超过300万欧元，每位个人投资者投资额为10万～50万欧元之间，至少持有3年被投资企业的股份，为中小初创科技企业获得长期资金。
3.4  政府直接参与推动企业实施创新创造
为了推动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为国民服务，德国政府通过财政措施直接支持企业的科研研发计划，如“中小企业中央创新计划”（Central Innovation Programme for SMEs，ZIM）、“中小企业创新计划”(KMU-innovative)、“工业共同研究计划”(Collective Industrial Research, IGF)。
3.4.1 “中小企业中央创新计划”
“中小企业中央创新计划”（ZIM）是由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制定，最早设立于2008年，主要目的是促进德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研发工作，所有项目都要求能为市场提供新的产品、工艺流程和服务，并且具备市场开发计划。在ZIM框架下，公司及其合作的研究机构可以单独或者多个机构联合申请R＆D项目资助，ZIM不仅资助单个机构的研发项目，更鼓励多个研究机构或者企业合作研发。2015－2018年间，ZIM对合作研发项目的资助量超过1万项，单个机构的研究项目2 300多项，资助研发平台项目430多个。ZIM最大的优点是企业可以自主选择研发项目和合作的研发机构，项目的申请手续也比较简单，深受企业界和科研界的欢迎。ZIM在2019年的预算为5.59亿欧元，是支持德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最大计划。
3.4.2  “中小企业创新计划”
“中小企业创新计划”是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制定实施，目的是资助中小企业在未来科技最前沿的领域进行研发，以贯彻实施德国高科技战略。该计划对中小高科技企业的资助金额达到了企业平均研发经费的36%，最高资助金额可以达到企业研究项目成本的50%，大大降低了企业研发的财务风险。其重点资助领域是纳米技术、生物制药、信息技术、能源领域和公共安全等。为简化企业申报流程，特地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辅助企业申报，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受到资助的企业也能很好地完成研究计划，约60%的企业能够按时完成研究计划，36%的企业部分完成了研究目的。“中小企业创新计划”使德国中小企业的年度研发支出强度（研发支出除以每年营业额）增加了约30％，从项目开始前的21％上升到项目期间的27％。 “中小企业创新计划”有力地促进了德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创新。
3.4.3  “工业共同研究计划”
“工业共同研究计划”(IGF)是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主管，由德国工业研究协会（Arbeitsgemeinschaft Industrieller Forschungsvereinigungen，AIF）进行日常管理的科技资助计划。AIF的目标是促进科学研究的工业应用，具体来说包括为整个工业部门的利益组织工业集体研究，政府研发支持计划的日常管理，通过开放式创新流程促进研发、工业部门与政治部门之间的联络，以及中小企业国际合作网络的协调。IGF主要资助的都是相对大型的项目、在工业领域普遍适用的技术的应用研究，而这些都是单个公司研究难度较大而且不经济。AIF建立了一个创新网络，包括100家行业研究协会，约有5万家公司（主要是中小企业），其中2013－2018年间有超过1 200家研究机构为工业集体研究项目作出了贡献，仅2017年代表中小企业开展研究项目的公共资金为5.35亿欧元。
3.5  政府直接帮助高科技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开拓国际市场
3.5.1  帮助高科技企业实现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提升
德国政府专门制定了“走向创新(Go-Inno)”“走向数字化(Go-Digital)”等专项计划，为中小企业提升管理水平进行专业的管理咨询服务。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在全球遴选一批咨询公司，鼓励中小企业聘用他们作为咨询顾问帮助科技企业改进工艺、流程和管理方法，并且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为企业承担50%的咨询费用，企业一年获得最多资助是2万欧元。Go-Digital计划的目的主要是实现企业数字化，如数字化企业业务流程、IT安全等，相当于中国国内的企业资源计划即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Go-Digital计划为企业支付一半的咨询费用。
3.5.2  帮助高科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德国通过遍布全球的德国商会和“加速器(German accelerator)计划”，帮助初创的德国高科技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服务。德国工商总会（DIHK）由79个工商会（IHK）联合组成，拥有360万家企业会员，其在全世界92个国家和140个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为德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提供全方位的帮助。首先搜集全球市场信息，包括经济数据、消费数据等；其次，为德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提供包括投资环境调研、法律、税务、人力资源、财务等全方面的服务；再次是打造信息交流和深度交往的平台，例如举办一系列会议、论坛、沙龙等。 “加速器计划”由生命科学计划、技术计划和东南亚计划三部分组成。其中，生命科学计划的目的是为德国医药服务类公司进入全球市场提供帮助，包括市场开发、融资、供应链服务等；技术计划主要是对接美国硅谷、纽约、旧金山等地的先进技术，为德国科技创业企业提供实践指导、免费办公空间，帮助其对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并打入全球市场；东南亚计划主要服务于德国企业进军东南亚市场，为企业提供办公空间、市场咨询等一系列服务。
4  德国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应该分析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东莞、佛山、中山、珠海等大湾区城市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根据自身的优劣势及其未来发展的定位，制定统一的，既相互合作又能错位发展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规划。例如，香港拥有世界著名大学和良好的医疗资源，可以将其科研成果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进行转化；澳门具有较强的中医药技术，可以在内地实行产业化；深圳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打造成为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广州作为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走廊的重要节点，应该重点打造一系列的重大国际化创新平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深入融合发展。基于政府促进城市或区域创新能级提升的视角下，培育国际科创中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引导与鼓励创新机构应抓住原始创新，建设国际产业创新策源地，提升全球产业控制力；二是以提升实体经济质量为着力点，实施产业驱动，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三是以制度创新为发力点，建设创新协同发展大平台，增值区域创新能力。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4.1  制定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规划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科技创新建设中均有自己的定位和目标，比如深圳要建设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广州是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东莞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佛山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珠海要建设大湾区创新高地，中山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和创新成果产业化基地，惠州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能源科技创新中心、力争成为全省中医事业创新示范城，肇庆打造西江创新产业走廊、构建“广深港澳研发+肇庆承接孵化转化”创新协作新模式，江门打造珠西产业创新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等，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则首先应该站在全球视角来规划，描述国际科技创新的愿景，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目标，各个城市根据总体愿景目标找准自己的定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补充，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尤其要协调好创新利益的分配问题。目前大湾区内所有城市都想要获得科技创新的最终成果即成果转化，但是要有源头创新、基础研究才有成果转化，因此各个城市之间应该相互合作进行开发，而不是只顾及成熟的成果落地，甚至因此恶性竞争项目，片面追求当地GDP。
4.2  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
习近平[16]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国际竞争向基础研究竞争前移，基础研究可以催生出颠覆性技术，是新技术产生的源泉。再者，我国科技创新正由跟跑向并跑与领跑转变阶段，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至关重要[17]。只注重应用研究不注重基础研究，是不可能取得原创性成果，是不可能占据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只有重大原创性成果才能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可以说，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应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核心定位，但在现实当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过程中，大湾区内很多城市都提出要建设科技产业转化中心，对基础研究并不十分重视，这种倾向值得警惕。此外，只注重基础科学研究、不注重应用研究的做法不可取，那种做法将会使得基础科学研究失去长期发展的动力、失去耐以生存的现实基础。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应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着眼于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把握国际科技前沿，对接国家基础研究重大布局，打造成为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创新高地[4]；二是加紧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攻关，在新材料、算法与芯片等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三是加快吸引高端科技人才，激发大湾区人才活力，打造国际化人才高地。
4.3  以建设国际协同的科技创新大平台为抓手
实施制度创新，建立粤港澳三地政府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机制，加快形成大湾区创新要素叠加交织，加强三地创新联动、实现湾区内各城市协同创新，激发三地创新潜能，促使各城市形成创新合力，是提升大湾区创新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18]，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澳门是国际化大城市，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香港与澳门在社会治理、制度规则与经济运行上与国际标准接轨程度高。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先行区，自1989年起连续30年成为中国第一的经济大省，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1/8，经济总量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广东是中国制造业大省，制造业宏观税负约为23．38％，列全国第一，高于第二的浙江的21．35％，珠三角区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1]。粤港澳三地具有创新功能的互补性，共建国际科创中心，将放大港澳在基础研究、现代金融和现代知识型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将促进三地创新网络深度协同和三地规则对接，实现大湾区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构建内生高效、共生关系的国际化科技生态系统。
4.4  政府加大金融扶持，避免过度市场化
中国在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方面相对薄弱，传统的金融支持几乎全部都是以市场化方式运作，政府严重缺位。与德国以国家力量推动创新相比，中国的科技创新存在过度市场化的趋势[19]，国家在天使投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方面的投入相对太少。德国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有大量的国有资金支持，而中国非常欠缺这一类的国有资金。中国私人资金在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领域发展较不规范，经常遇到基金到期无法退出，企业上市、并购重组政策多变等难题。建议大湾区成立一些专门的政府风险投资基金，遴选一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创新团队优良的项目进行支持，以降低科研人员研发创业过程中的财务风险[20]。
传统的银行系统无法给新经济和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首先，中国企业贷款期限太短，不利于创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中国企业贷款总额的40%是1年期以内[补文献来源]。而德国对产业的高科技企业能贷款5年或者10年，为高科技企业创新创造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在短期内几乎没有还款的压力，这让企业更多将精力放在研发上，而不是疲于筹集每年都要还款的资金。第二，中国的企业贷款利率太高。根据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统计，银行平均贷款利率达到了5.62%[补文献来源]。这与德国0～1%成本获得银行贷款融资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融资成本太高，严重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能力。2016年3月，Berlin Hyp AG公司发行了5亿欧元的3年期资产担保债券，利率为−0.162%；2016年2月，德国Landes Bank Hessen-Thueringen Girozentrale银行发行了零息债券；2019年，德国政府发行的欧元国债全部为负利率。较低的融资成本为德国高科技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提升了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因此，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大幅度放松、放宽大湾区内地城市到香港、澳门金融市场进行创新创业融资的限制，支持大型科技公司做强做优，支持中小微高科技企业做深做精做好。
4.5  以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建设产业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创新优势在于产业创新，珠三角是“世界工厂”，是全球及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重要承接者，强大的产业基础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提供了强大支撑。随着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的加速推进，大湾区产业发展具有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由产业承接向产业引领转变，粤港澳大湾区要力争成为全球产业结构升级的引领者，共同培育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创新新产业并引领产业发展；二是由主导中端向主导两端转变，粤港澳大湾区要不断提升全球产业链地位，打通粤港澳三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链条，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向产业链高端跃升。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将产业创新功能【残缺句】，权树立产业优先发展理念，以提升实体经济质量为着力点，重点打造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目前，大湾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完备，以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引领，应用市场（如手机）占世界产能的1/4。大湾区应聚焦自主芯片和信息安全技术应用开发等细分领域，助推大湾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强大支撑。
此外，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注重扶持初创型科技企业，给中小企业机会。德国在政府采购中专门拿出一部分采购商品来面向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和女性创业企业，保障了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能获得政府的关怀。建议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可以在3个方面做好工作：第一，在政府采购中扶持中小企业，给予进入市场的机会，特别是在高科技产品的使用上、在保障安全保密的技术上加大采购中小企业研发的产品。第二，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更多地利用商会、行业协会等资源帮助中小科技企业。中国2018年进出口总额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全球市场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出口市场也是进口来源地，特别要注重发挥海外商会、协会、办事处的经济功能。第三，建立保护中小企业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内目前仍以中小企业居多，特别是具有高科技特征的中小企业居多，因此应该建立长效机制来保护大湾区内的中小科技企业，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如研发阶段、进入市场阶段、成熟阶段和升级阶段均给予全面周到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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